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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

◇薛瑞泽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根与魂，在中华民族

的发展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河文化是近年

来的热门话题，学者对黄河文化的特点、内涵等方面

都有不少论述。也有学者对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做

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抓住了黄河文化延续不断的内

在动力①。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虽然已有表述，但仍

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有鉴于此，在诸位贤达已有

研究的基础之上对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再做探讨，

以求得学术教益。

一、把握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的精髓

众所周知，精神特质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并不

能全部以物化的载体来体现，所展示的是一个民族

的精神风貌。正因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

魂，所以研究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应当将黄河文化

的形成与发展放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序列中加以考

察。只有弄清楚了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历程以及中

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才能对黄河文明的精神特质有

较为准确的认识与把握。

关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认识，2014年2月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

学习时明确提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习近平总书记将儒

家文化中优秀的价值观升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特质，对于新时代将中华文明精神特质运用到

提升民族品格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故而有学者将中

华文明精神特质做了进一步总结：“讲仁爱、重民本”

是中华文化精神特质之核心和灵魂；“守诚信、崇正

义”是中华文化精神特质之基石；“尚和合、求大同”

是中华文化精神特质之精髓。上述三个方面互相联

系，共同构建了中华文化精神特质的理论大厦。但

是，这三个方面代表了精神特质的不同内涵，不能相

互取代［2］。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精

到总结，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内涵、提升中华文明

的品级、扩大中华文明影响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

某种意义上来讲，作为根文化的黄河文化就是中华

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源头文化，所以探讨中华文明的

根源就需要从黄河文化开始追溯探源。

从中华文明中“讲仁爱”的传统来看，先秦时期

以儒家为代表的先贤就提出这一理念。对于君子来

讲，仁爱是处世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格。《周易·乾传》

有云：“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

之。”［3］卷1《乾传》，22即君子应当本着仁爱的精神将平生所

学用于社会实践。对于圣人来讲，仁爱是维护崇高

地位的必胜法宝。《周易·系辞下》曰：“圣人之大宝

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孔颖达《疏》云：“圣人何

以保守其位，必须仁爱，故言‘曰仁’也。”［3］卷8《系辞下》，297

用仁爱对待百姓可以保持圣人的地位。对于普通

人来讲，仁爱是修身养性的日常修为。《周易·说卦》

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卷9《说卦》，326的说法，即立身之

① 陈鹏认为，黄河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磅礴雄伟、忧患悲壮、崇德尚品、融合包容、强大生命力等精神特质（《黄河文化的

多重精神特质及符号构建》，载《人民论坛》2020年第25期）。刘金指出，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表征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勇往直

前的高尚品格，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品质，中华文化海纳百川、融合包容的宝贵品性（《论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

与时代价值》，载《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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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仁爱与正义。在《论语·颜渊》中，孔子对颜渊、

仲弓、司马牛、樊迟等学生关于“仁”的询问做了全

方位的解释，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

下归仁焉”［4］卷 12《颜渊》，157，亦有“爱人”的解释。在《子

路》篇中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

可弃也”［4］卷13《子路》，178的进一步阐释。在《宪问》中，孔

子还归纳了实现仁的途径，“克、伐、怨、欲不行焉，

可以为仁矣？”孔子申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

也。”［4］卷14《宪问》，182此外，在《孟子》《左传》等相关篇中

都有关于仁的阐释，显示了先秦儒家对仁的认识。

“仁爱”作为整词出现在战国时期，《墨子·经

上》云：“仁：仁爱也。”《文子·道德》也曾说：“诚使天

下之民皆怀仁爱之心，祸灾何由生乎！”［5］可见，仁爱

之心是免除灾祸的必然修为。晏子赞美自己的国

君齐景公“吾君仁爱”，使“禽兽之加焉”，这一仁爱

惠及百姓，“此圣王之道也”［6］。到了汉代，对于仁爱

的解释更体现出时人的政治洞察力。《淮南子·修务

训》云：“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7］卷19《修务训》，1312

《本经训》有“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上下

同心”［7］卷8《本经训》，599之语。《淮南子》通过对先贤行仁爱

之政的赞美，寄希望于汉代统治者也实行仁爱政

治。汉代在以孝治天下的文化背景下，重视并尊重

老人，所以汉代有人分析了缺乏仁爱现象的原因。

戴德指出：“凡不孝生于不仁爱也，不仁爱生于丧祭

之礼不明。丧祭之礼所以教仁爱也。”［8］他甚至提出

了“人君自仁爱而天仁爱之”，强调人君仁爱的重要

性。戴德强调不孝是因为不仁爱，不仁爱是因为丧

礼不明，故而得出丧礼符合规定，仁爱就会产生孝，

延伸了仁爱的社会观念。袁盎在任陇西都尉时，

“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9］卷101《袁盎晁错列传》，2741。司马

迁评价李广将军率军北征匈奴时，“勇于当敌，仁爱

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9］卷 130《太史公自序》，3316。这说

明儒家的仁爱思想在汉代社会有广泛的影响。到

了后世，儒家的仁爱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

指导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多有体现。

“重民本”是自古以来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统治

的一种统治观。“重民本”思想体现了统治者关注民

生、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关于民本思想早在先秦

时期已经产生，先秦诸子对民本思想多有论述。《孟

子·尽心下》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

乎丘民而为天子。”汉代赵岐注云：“君轻于社稷，社

稷轻于民。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乐其政，则为

天子，殷汤、周文是也。”［10］孟子对民、社稷、君位次的

排列，显示了民众作为社会基础的重要性，也是国家

存在、君主得以行政的根本所在。康有为把“民为

贵”解释为：“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

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周自幽、厉后，威灵

不能及天下，已失天子之义。”［11］康有为将重视与轻

视民本的结果做了深刻阐释。《荀子·哀公》载，孔子

有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

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12］卷20《哀公篇》，544

以君为舟、民为水加以比喻，成为后世统治者民本思

想的重要内容。商鞅变法时，则将民众放到统治者

的对立地位，强调“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

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

民”，故而“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

作矣”［13］。这其实是商鞅以法治国思想的体现，将君

主的利益建立在民众的利益之上。正因为如此，汉

代以后对秦代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予以抛弃。重

视百姓生活、关注民生是历代贤明统治者治国理政

的最高追求，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模式。

“守诚信”作为人与人相处的最基本原则，也是

维护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准则。诚信一词出自《孟

子·万章上》，孟子称颂舜“诚信”。《礼记·祭统》曰：

“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奉之以物，

道之以礼，安之以乐，参之以时。”［14］卷 29《祭统》，1346这表

明贤德之人以诚信与忠诚恭敬之心来祭祀。司马

迁对李广所遭受的冤屈颇有同感，给予李广高度评

价，他先是引用《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予以褒

扬，在李广自杀身亡后，面对“天下知与不知，皆为

尽哀”的现象，司马迁称颂“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

夫也？”［9］卷109《李将军列传》，878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因为博望

侯张骞在西域的影响，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皆称

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集解》引

如淳曰：“质，诚信也。博望侯有诚信，故后使称其

意以喻外国。”［9］卷123《大宛列传》，3169这说明在对外交往中

诚信的重要性。司马迁说到乐的重要性时有“著诚

去伪，礼之经也”之说，《正义》云：“著明诚信，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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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伪，是礼之常行也。”［9］卷24《乐书》，1202从先秦到汉代，诚

信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理念，说明守诚信已经影响

到人们的价值观。

“崇正义”即崇尚正义。在古汉语中“义”即代表

正义，讲究“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如学人所

指出的那样：“‘义’是中华民族维护社会秩序的核心

道德准则。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延续发展中，公平、

正义在思想与道德层面一直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

位，社会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15］

这些在先秦以来的儒家典籍中多有体现。《周易·系

辞下》云：“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3］卷8《系辞下》，297《说

卦》有“立人之道曰仁与义”［3］卷9《说卦》，329。《周易》将仁义

看作立身之道。《尚书·毕命》记载周康王曰：“惟德

惟义，时乃大训。”［16］卷19《毕命》，525《左传·隐公元年》中郑

庄公说其弟共叔段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

之。”［17］卷2《隐公元年》，53《左传·桓公二年》师服曰：“夫名以

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17］卷5《桓公二年》，152

他将正义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命名用来表示道

义，道义用来产生礼仪，礼仪用来体现政治，政事用

来属正百姓，所以政事有成效而百姓服从。汉武帝

时期，窦太后在诏书中有云：“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

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

侯公孙弘者也。”［9］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2963可见，维护社会的

公平正义从先秦两汉以来已经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

规范，对维护社会秩序有着积极的影响。

“尚和合”即崇尚和合的处世理念，这既可以上

升到国家之间的层面，也可以用于处理人际关系。

西周末年，郑桓公对先秦诸王朝的开国君主进行了赞

美，其中有“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18］。

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春秋时期，孙

叔敖被举荐为楚相，“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

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

生”［9］卷119《循吏·孙叔敖传》，3099。他用和合的理念治理国家，实

现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战国时期，魏文侯礼贤下士，

“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所以

当秦国欲伐魏国时，有人劝谏曰：“魏君贤人是礼，国

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9］卷44《魏世家》，1839可以说，

魏国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使秦国不敢轻举妄动。《荀

子·礼论》在谈到和合的重要性时指出：“人之欢欣和

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愅诡而有所至矣。”［12］376可

见，“和合”是无所不往、取得成功的关键。和合之

道与畜道、养德有密切关系。《管子·幼官图》云：“畜

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

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19］在《兵法》篇

中再次强调了和合之道的重要性。汉武帝死后，燕

王刘旦谋反，理当处死，“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

以法”［9］卷60《三王世家》，2119。这是大臣出于和睦家人而希望

汉昭帝网开一面。司马迁还给出了和合的方法，即

“乐统同”，《正义》说：“解情不变也。统，领也。同，

和合之情者也。”［9］卷24《乐书》，1202元光五年（前130），公孙

弘被征贤良文学，在答对汉武帝时云：“今人主和德

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

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20］卷58《公孙弘传》，2616汉

哀帝建平元年（前6），在策免师丹时说：“夫三公者，

朕之腹心也。辅善相过，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

也。”［20］卷86《师丹传》，3507可见在时人的心中，三公有辅佐皇

帝和合天下之责。从先秦两汉和合观念的普及状况

来看，和合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统治者

追求政治稳定的治国理念。

“求大同”即追求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社会政

治理想，这是古代思想家的理想世界。《礼记·礼运》

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

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

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

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4］卷21《礼运》，658-659正

因为大同是国泰民安的象征，故而成为理想化的国

度，也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综观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的内涵可以看出，在中

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

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内涵的

认识有助于全方位认识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以便全

面考察黄河文化精神特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二、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的久远性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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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黄河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文化区。黄河文化

精神特质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相伴而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核心所在。探讨黄河

文化的精神特质的表现，需要对黄河文化特质的形

成过程加以考察，才能明白其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

地位。

黄河文化以其历史久远性而引起人们的关注。

从世界文明的整体发展来看，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

之一。作为东亚地区最先进入文明门槛的地区，除

了黄河中下游地区有众多考古发现外，尚有红山文

化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红山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分

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

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

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内蒙古赤峰市敖

汉旗境内有分布较为密集的红山文化遗址，被认为

是红山文化时期社会上层统治者居住的核心区域，

见证了红山文化孕育、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

据研究，红山文化成为后来形成的商族、肃慎、东胡、

濊貊等东北各民族、部落共同的文明起源。良渚文

化是新石器文化，距今5300～4000年，中心地区为

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

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遗址总面积约34

平方千米，出土玉器最为有名。有人认为良渚文化

属于虞舜时代，属于夏文化的源头。学术界对红山

文化、良渚文化的研究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起源的历史遗存更加

丰富且延续不断。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了石

砌城墙以及城门、墩台、角楼、“马面”等附属建筑。

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面积超过400万

平方米，系国内已知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时期城

址。外城东门址包含内外两重瓮城、砌石夯土墩

台、门塾等，出土了玉器、壁画、石雕和陶器等龙山

晚期至夏代遗物。石峁遗址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

有重要意义［21］。

在河洛地区所发现的双槐树遗址、陶寺遗址等

一系列城址，表明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系列中最先

进入文明时代的区域文化。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

器时代遗址是新发现的早期城址，遗址现存东西长

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面积约117万平方米。

遗迹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期三道环壕，院落式夯土

基址，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瓮城结构围墙，大型版

筑遗迹，夯土祭坛，四处经过规划的墓地共1700余

座墓葬，另有数量众多的房址、灰坑、窑址及兽骨坑，

遗物有陶器、石器和兽牙器等。双槐树遗址是迄今

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

核心聚落，它与周边分布的多个遗址共同构成规模

巨大的聚落遗址群。以双槐树遗址为代表的郑洛地

区聚落遗址群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提供

了重要资料，为探讨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奠定了基

础［22］。

在黄河中游地区，以夏代都城建设为例可以看

出黄河文化的久远性特质。夏代都城在早期并不

固定，而是频繁迁都，甚至出现了一个国君有多个

都城的现象，显现出早期中国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舜去世后，禹即位之初，定都阳城，故有“禹辞辟舜

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

是遂即天子位”之说。《集解》引刘熙曰：“今颍川阳

城是也。”［9］卷 2《夏本纪》，82这说明大禹即位之初的都城

为阳城，阳城即今河南省登封市。《世本》云：“夏禹

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

阳。”［9］卷28《封禅书》，1371《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

阳城，后居阳翟。”［9］卷4《周本纪》，129从夏禹初期建都的地

点可以看出有阳城、阳翟、平阳、安邑、晋阳等地。

这些地点都在河洛地区的范围之内，属于豫西晋南

等黄河中游地区。

以禹都阳城而论，除了史书记载之外，河南登封

告成镇王城岗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即大城）和城

壕的发现，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和重视，被认定为禹

都阳城之所在。阳城发现了城垣、城壕，是城池的典

型标志。夏禹定都阳翟在古书中多有记载，《帝王世

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

是也。”［9］卷2《夏本纪》，49阳翟在阳城东南，是夏禹继阳城之

后的另外一座都城。《水经注·颍水注》云：“颍水自堨

东迳阳翟县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23］阳翟还

有夏启宴享诸侯的附属设施钧台。《左传·昭公四年》

云：“夏启有钧台之享。”杜预注：“启，禹子也。河南阳

翟县南有钧台陂，盖启享诸侯于此。”［17］卷5《昭公四年》，1200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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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安邑、平阳或晋阳没有发现考古遗存，但文献中

尧、舜、禹相继在河东地区建都的传统，相沿不断。

如果说尧都平阳是陶寺遗址，那么禹都平阳应当距

此不远，孔颖达曾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

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此

地。”［16］卷7《五子之歌》，179张守节指出，周成王分封的唐叔虞

的地理位置“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

县东北十五里”［9］卷 39《晋世家》，1635，即唐代的“晋州平阳

县”，故而禹在河东地区的都城安邑或平阳也应当是

一处地方。近年来，夏都斟 问题作为学术热点引

起了广泛的讨论，传统史书记载夏启之后，太康即

位，都城由阳翟迁到斟 。太康在位时由于沉湎于

酒，导致失国，政权被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所夺取，

故有“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之说。羿继续

以斟 为都，到了夏代最后一位国君夏桀也以斟

为都，所以《竹书纪年》云：“太康居斟 ，羿又居之，

桀亦居之。”［9］卷2《夏本纪》，86夏代掀开了中国历史进入文

明时代的帷幕，进入夏代之后，在河洛地区出现了最

初的都城。这些从龙山文化传承下来的都城，表现

出点状分布、区域多样的特色。从传统史书记载，到

相关都城遗址的不断被发现、认定，夏代早期都城集

中在豫西和晋南一带，并最终在斟 安定下来。

黄河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特

质具有历史久远性，早期都城的形成过程，显示出黄

河文化特质具有悠久的历史。黄河文化在发展过程

中所形成的精神特质与理念均是在先秦时期萌生，

并被后世继承的治国理政思想，显示出这一文化具

有久远性的特色。

三、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的影响

正如学术界所论述的那样，黄河文化具有博大

精深、磅礴雄伟、忧患悲壮、崇德尚品、融合包容、强

大生命力等精神特质［24］。这些典型的文化特质在中

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黄

河文化精神特质的影响力。

首先，黄河文化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在面临

危难时刻往往能够共赴国难，众志成城度过艰难岁

月，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回顾中国历史的发

展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中华民族遇到外敌入侵的时

候，黄河儿女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团结一致共御外

敌，实现了民族独立与自强。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在

14年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寇的入侵，黄河儿女采

取多种方式反抗日寇的暴行，这里产生了闻名遐迩

的地道战与地雷战，也留下了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

曲的《黄河大合唱》，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坚强不

屈精神，展现了抗日战争的壮丽图景。

其次，黄河文化包容性的精神特质使中华民族

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包容多种文化，吸纳各种文化的

长处，使黄河文化的内涵愈加丰富。笔者曾经专文

论述黄河文化的多源性：“黄河文化丰富内涵的形成

与来源多渠道的文化特色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

黄河文化的多源性特色。农耕文化是黄河文化的主

要支撑点，体现出黄河文化形成的根源是农耕文

化。黄河文化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来自北方草

原地区游牧民族的影响，这是黄河文化丰富内涵的

又一来源因素。黄河文化对来自域外的文化广泛吸

收，形成了黄河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的特色。”［25］除了

传统的文化吸收及来源的多源性特色外，对来自域

外文化的吸收，彰显了黄河文化融合包容的宝贵品

性，使黄河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这在中国近代以

来黄河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中得以完整地体现。

再次，黄河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优秀品质

使中华民族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凭借民族自觉性，

奋发图强而拓展民族发展的空间，使民族文化得以

延续。在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黄河文化面临多次危

机，但都能够凭借自身所具有的自强不息优秀品格

而使文化得以延续不断。黄河文化在发展进程中面

临着许多挑战，特别是来自草原文化的渗透，在当时

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如果黄河文化不对这一异质的

文化采取排斥、接受、吸收、融合等文化发展进程，黄

河文化就难以延续至今。特别是在秦汉之际、十六

国时期、北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入黄河流

域，如果没有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的强大支撑，这些来

自草原地区的文化极有可能毁灭黄河文化。不过值

得肯定的是，黄河文化在草原文化进入之后，以其厚

德载物的优秀品质，容纳了这一异质文化，同时使黄

河文化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最后，黄河文化精神特质综合了中华文明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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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的内涵，所以黄河文化精神特质能够产生持续

的影响，是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在黄河文化方面深入

渗透的结果。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

合、求大同在现代社会的体现是全方位的。讲仁爱

与重民本是作为社会管理阶层应当关注的内容，还

要体现在日常行政方面。守诚信与崇正义是人们日

常交往与修养的基本品格，并因此深入到了民族灵

魂的深处，成为社会的价值观念。尚和合与求大同

是处世的最基本原则，由此形成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追求社会平等的公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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